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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
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

孙兴杰∗∗

内容提要 现代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对象,也是国际关

系理论的原点.现代国家既不是历史上恒久的政治秩序,也不是当

下世界秩序中理所当然的组织形态,现代国家的“史前史”是漫长而

经久的帝国时代.罗马帝国之后没有实现帝国的重建,而是进入了

“后罗马帝国时代”,催生了欧洲国家,后罗马帝国空间成为后帝国空

间的“原型”.在１９世纪的“帝国时代”,殖民帝国终结了传统帝国,

而在２０世纪的去殖民化运动之后,人类最终进入后帝国空间.现代

国家是后帝国空间中“可能”的政治秩序形态,基于现代国家假定的

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平衡欧洲历史的特殊性和世界历史多样性.现代

国家及其国际体系是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的历史性转型的“剧目”之

一,只有将现代国家构建置于人类社会演进的超大时空之中,才能为

国际关系研究提供真正的世界历史叙事基础,进而创建一个解释人

类秩序演化的跨学科知识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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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正进入加速时代.技术、环境、信息、人口和资本的快速而非均衡的

变化造成了世界的失重感,国际关系研究的内涵和外延被大大扩展了.世界

秩序处于新的转折点,有学者认为,历史在“回归”,战争、难民、地缘政治、不平

等在回归.① 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最重要的研究对象之一,但是,主权国家这

一现象的历史根源何在,又走向何方,是国际关系研究需要回答的问题.学术

界对于现代国家的“史前史”越来越关注,形成了“帝国热”,其背后的原因在

于,全球政治经济秩序的演化与变迁已经超出了现代国家的边界,全球化秩序

以及全球治理的政治基础需要重塑;源于欧洲历史经验的“现代国家”遇到了

越来越严重的失败,所谓“失败国家”的数量不断攀升,这到底是“现代国家”这

一治理方式的失败,还是某一特定国家的失败呢?

任何国际关系理论都建立在特定的国家理论基础之上,国际关系的研究

不仅要“把国家找回来”,也要把国家的历史找回来.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顾

问帕拉格康纳(ParagKhanna)认为,过去２０年发生的诸多事件表明,西方

占统治地位的时代已经结束,我们处于世界亚洲化的早期阶段,以欧洲为中心

的历史叙事忽略了亚洲历史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亚洲在后殖民时代重新崛

起,世界亚洲化的逻辑源于亚洲历史经验.帕拉格提出了一个问题:德国１９
世纪的崛起历史会比唐朝和明朝的历史更能诠释今天中国的崛起吗?② 哥本

哈根大学古典学教授彼得费比格(PeterFibiger)在两卷本«剑桥世界帝国

史»的结语中提出一个问题:在由近２００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中,不少学者

会认为从帝国到民族国家是唯一可能的道路,但是,在帝国的长时段视野中,

会有不一样的历史演变轨迹.③ 帝国的终结发生在２０世纪,相比于帝国的千

年历史而言,我们见证的“现代国家”的历史还是一瞬间.“２１世纪的世界处在

５５

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①

②

③

〔加〕珍妮弗韦尔什:«历史的回归:２１世纪的冲突、迁徙和地缘政治»,南京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年版.

〔美〕帕拉格康纳:«亚洲世纪:世界即将亚洲化»,丁喜慧、高嘉旋译,北京:中信出版社２０１９年版,
第４７页.

PeterFibiger,etal．,TheOxfordWorldHistoryofEmpire,Volume２,OxfordUniversityPress,
２０２１,p．１２５０．



一个帝国、民族国家、民族文化建设之间充满竞争的更加复杂的历史时期.”①

当下的世界是不同历史经验的叠加,不同历史经验和愿景的互动与激荡形成

了世界历史发展的合力.历史学家王赓武先生认为,“世界史是一个新兴的课

题,令它应运而生的是晚近殖民时代单极政治世界的消失,以及更晚近的两极

化冷战的结束.”②换言之,全球化秩序的形成激发人们进行“世界史”的思考,

“历史路径”为国际关系研究拓宽了时空视野.③ 主权国家是国际关系研究的

对象之一,也是“历史路径”反思和研究的核心议题.

从帝国到民族的转型是否是单线演化呢?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非

殖民化瓦解了帝国的合法性,帝国成为过去时,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转变是如

何实现的呢? “现代史上最重要但却得不到广泛理解的演变是从帝国之世界

到国家之世界这个漫长的过渡期.”④当下世界是一个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但

是,这个世界还没有一百年的历史,“帝国出现在民族国家之前,或许在将来会

再次取代民族国家.”⑤一方面,主权国家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另一方面,主权国

家作为政治秩序的基础受到侵蚀.美国地缘战略家罗伯特卡普兰(Robert

S．Kaplan)认为,“由于民族国家的萎缩、城邦的崛起,以及许多重叠的非正式

主权实体,一种宽厚的封建主义盛行起来.不过,由于更多和更好的全球机构

扩大了对非正义的惩罚范围,国内道德和外交道德之间的鸿沟缩小了.这个

世界的联合程度就像波斯古帝国一样,既不多,也不少,我们研究古代越仔细,

对这个新世界的了解就越多”.⑥

本文基于国际关系史研究的文献,提出国际秩序经历了从帝国到后帝国

的大转型,而在后帝国空间中形成了不同的国家类型,以此发掘现代国际关系

的根源,检视国际关系理论的限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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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后帝国与政治秩序“大分流”

从政治秩序演化的角度来说,主权国家之前是帝国,帝国和主权国家构成

了两种最为重要的政治组织形态.“具有独立自主统治地位的民族—国家

(nationＧstate)体系———我们中大多数人认为这是很典型的一种世界组织体

系———实际上是一个特例,因为它在以前从未真正存在过.”①基于主权国家的

现代国际关系理论穿上了“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１６４８年之前的世界历史似

乎变成了国际关系学的“史前史”.“尽管语言上和战争方面的努力意欲将民

族联合置于政治想象的中心,但帝国的政治、帝国的作为以及帝国的文化,已

经塑造了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②从帝国史的角度来说,当前依然处于千年

帝国及其遗产的阴影之下,或者说刚刚进入后帝国空间.国际关系史的叙事

不能以主权国家来想象久远的帝国秩序的变迁,更不能以现代国际关系理论

“守株待兔”式地讲述国际关系的历史.

国际关系研究的对象或者应该面对的课题是政治秩序或者政治组织形态

的变迁.这意味着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打开主权国家这个黑箱,也需要扔掉

主权国家这副定制版的眼镜.英国学派重要的理论家亚当沃森(Adam

Watson)在晚年提出政治组织形态的光谱,将帝国、霸权、独立国家等纳入其

中,从而为国际关系史的研究打开了一片“旷野”.他认为,“帝国通常在多大

程度上拥有一个稳固的直接统治的核心地区,在其以外是间接统治和霸权控

制的两层地区,最后是位于帝国控制或帝国影响以外的完全独立国家”.③ 毫

无疑问,沃森为国际关系学研究提供了一片森林,而不只是主权国家这一

棵树.

帝国和主权国家并非是对立的,而在相当长时间里是共存的.“直到大约

２００年前,人类管理自身、促进人口增长的最佳方式还在亚洲、非洲、中东和美

洲的地域广袤的帝国.如果不是一系列的偶然性、偶然事件和历史的偶合,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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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也许还生活在一个农业帝国的世界中.”①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经历了相

当漫长的过渡,后帝国空间的生成是多种偶然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我们既

不能固守历史的目的论甚至是宿命论,也不能认为所有的历史都是偶然性的

事件,通过跨时空的比较来分析,人们或许能够追寻后帝国空间形成的动力和

脉络.

人类政治秩序是最近一万年来气候变化趋缓之后的产物,公元前１０００年

后,欧亚大陆进入帝国时代,比如孔雀帝国、波斯帝国、秦汉帝国,“这些帝国都

是人类史上史无前例的帝国———不仅仅是由于它们巨大的规模,而且因为它

们引进了一种与远古国家非常不同的社会模式,以及关于人类生命本质尊严

的根本思想”.② 帝国要比部落的规模大得多,要维持这样的规模,“它们需要

找到一手依靠部落仪式、一手依靠武士暴力之外的新的形式”.③ 与大型帝国

同步的是普世宗教的兴起,为帝国的权力提供了合法性外衣,轴心时代的普世

思想限制了统治者的独断,同时为统治者利用和统合多样性提供了有力的手

段.超验的“巨神”(BigGods)有八项功能,包括监督人们行善、地狱惩诫的恐

惧、基于神灵的信任网络、大神之下的超大网络等等.④ 帝国统治容忍和利用

多样性和差异性,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帝国为了广土众民而接受自治权以换

取帝国边缘对中心的忠诚,由此形成了纵向联系的等级结构.如果以广度(规
模)、密度(互动的频率)和深度(认同感)来衡量政治秩序的话,那么,帝国是为

了广度而牺牲深度的政治组织形态.“晚至公元１５００年,全世界的土地被用

边界线划分成由官员管理和法律统治的国家的还不到２０％.”⑤帝国既是政治

组织形态,也是一种世界秩序,因其丰富的“权力武器库”而使帝国统治具有了

韧性和弹性,帝国统治在空间上呈现出开放性,帝国边疆是开放和流动的;在
时间上呈现出持久性和周期性,多数帝国都能持续上百年乃至上千年,同时,

帝国崩溃之后会重建而周期性循环.

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意味着政治秩序的“大分流”.从时间来说,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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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间的形成意味着帝国的周期循环被打破,后帝国并不是帝国崩溃与重建之

间的间歇期,而是帝国秩序的终结.从空间上说,后帝国空间意味着帝国权力

装置的退化甚至是消失.帝国统治最典型的特征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后帝

国空间则走向了相反的道路,我者与他者的界线越来越明确,认同政治兴起,

多样性的融合与共存变得更加困难.从帝国到后帝国的“大分流”和大转型为

人们提供了重构世界历史叙事的可能,而当下世界剧烈变迁让帝国重新回到

人们的视野中.“很可能是世界政治与经济秩序的深层变化让帝国具有了当

代价值,也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帝国的兴趣.”①

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的变迁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去殖民化进程,主权国家

的数量急剧增加,６２％的国家是去殖民化的产物,而３２％的国家是从宗主国的

核心分裂出来的.②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后帝国空间的生成并不是在２０世

纪波澜壮阔的第三世界的形成,而是罗马帝国之后没有罗马,在罗马帝国瓦解

和崩溃之后,罗马故地没有重建帝国,帝国边疆地区经历了去罗马化的进程,

最终演化出了欧洲国家体系.后罗马帝国空间是世界历史进入后帝国空间的

起点,而欧洲国家体系是后罗马帝国空间的演化结果,这其中包含了两个问

题:一是为什么罗马帝国没有重建;二是西欧地区为什么没有建立起新的

帝国.

二、后罗马帝国空间与欧洲国家的形成

后世历史学家将公元４７６年视为西罗马帝国崩溃的节点,但是,在公元

４１０年罗马城就被“蛮族”占领过,向后罗马帝国的转型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从

公元五世纪晚期到公元九世纪,曾经有三次重建罗马帝国的努力或者尝试.

第一次是在公元五世纪晚期,西罗马帝国故地分成了六大区域,包括法兰

克王国、哥特王国、汪达尔王国等,罗马帝国行省“蛮族化”.在各个王国中,哥
特国王狄奥多里克曾经在君士坦堡做“质子”,哥特王国是其中最强大的王国,

但在狄奥多里克死后,这个打着罗马旗号的王国随之瓦解,“狄奥多里克选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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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继承人无力维持压倒性的军事力量”.① 法兰克国王克洛维率众皈依基督

教,为法兰克王国提供了宗教的支撑,使这个王国更具有韧性.第二次是在东

罗马帝国皇帝查士丁尼时期,著名的将军贝利撒留收复了北非和意大利半岛,

暂时恢复了罗马帝国,但是,查士丁尼大瘟疫及与波斯帝国的战争,使得君士

坦丁堡收复西罗马的成就昙花一现.第三次尝试发生在加罗林王朝时期,备

受瞩目的查理大帝加冕,似乎罗马帝国得以重建,然而,加罗林王朝时期恰恰

是后罗马空间生成的关键转折点.公元七世纪,在东罗马帝国和波斯帝国鏖

战期间,伊斯兰教以及阿拉伯帝国兴起并掀起了一场席卷地中海沿岸的征服

风暴.阿拉伯帝国不仅占据了地中海东岸和北非地区,还征服了西班牙半岛,

深入到欧洲大陆腹地.公元７３２年,普瓦蒂埃战役阻止了阿拉伯帝国对欧洲

大陆的进一步征服,同时也标志着地中海秩序的分裂.“在曾经是罗马文明同

一化的地中海沿岸地区,随着一个新的伊斯兰世界建成,一种全面彻底的破裂

也形成了,而且这种变革一直持续到我们今天.从此之后,在我们的海的沿岸

地区形成了两种全然不同并相互敌对的文明.”②

罗马帝国是一个将地中海作为“内湖”的大帝国,地中海是罗马帝国的核

心地区,围绕地中海而建立了具有广度的商业贸易体系.罗马帝国之后,再也

没有哪一个帝国或者文明重建地中海秩序.查理大帝加冕与其说是重建罗马

帝国秩序,不如说是对后罗马帝国空间的确认.教皇为查理加冕,意味着查理

的权力来自于教会,而不是人民,这是圣经和剑的结合.西罗马帝国秩序瓦解

之后,基督教会成为最具有统合力的组织,而基督教内部的“异教”“异端”的挑

战使得教皇无法重建具有广度的普遍秩序,而只能借助世俗国王手中的剑来

巩固和扩大教会的空间.“世俗权力一旦以这种方式被包容进统治者的宗教

职责之中,他与教权的关系问题就不可避免地变得复杂起来.”③查理大帝创建

的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并非基于地中海的罗马帝国秩序的重建.查

理的征服之剑越过莱茵河这一罗马帝国的边疆,超越了罗马帝国在陆地边疆

限度,从海洋走向了大陆.在此过程中,“欧洲”的意识开始觉醒,查理大帝被

视为“欧洲之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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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大帝去世之后,帝国走上了下坡路,王位继承危机导致帝国分裂.公

元８４３年的«凡尔登条约»将帝国一分为三,“加洛林国家的解体产生的结果

是,把西部基督教世界的两个普世性的职位交给了地方集团:把教廷交给了罗

马贵族集团;把帝国给了意大利贵族内部不断形成又不断瓦解的各个集团”.①

从根本上说,查理大帝并没有成功地创建一个帝国,没有建立帝国统治的权力

体系,作为罗马帝国边疆的“蛮族”,法兰克人、日耳曼人可以模仿与学习罗马

帝国的统治“技艺”,从而大大缩短了国家创建的进程,但是,帝国自上而下的

等级化的政治体系与其部落习俗难以兼容.“从一个平等的部落社会过渡到

一个中央集权国家绝非易事.从现有的国家社会借用制度和机构,使这个过

程更迅速,但是日耳曼地区新的中央集权政体仍需克服该地区９９％的人不愿

意在平等主义上妥协的问题.”②西罗马帝国之后的几次重建的努力,更像是与

罗马帝国的告别.

后罗马帝国空间与欧洲的“发明”是紧密关联的.在希腊神话中,欧罗巴

是腓尼基的公主,被扮成白牛的宙斯骗到了克里特岛并嫁给了克里特国王,可

以看到“欧洲”指涉的空间不断向西转移,也就是现在的西欧地区.后罗马帝

国空间会出现一种什么样的秩序呢? 在日耳曼地区,与加罗林家族有血缘关

系的奥托家族建立了神圣罗马帝国,尝试重构帝国,但是,神圣罗马帝国只是

一个陆权帝国,与地中海秩序已无关联.封建主义体系建立起来之后,没有任

何力量能够重建具有广度的帝国统治秩序.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出现的“欧

洲”代表着一种裂变性的秩序,教权和王权之间的分野、东西方教会的分裂,以

及来自北方和东方的蛮族入侵等等,让欧洲秩序经历了数百年的裂变与重组,

而骑士制度、城堡正是这种碎片化的政治秩序的象征.直到１１世纪的“教皇

革命”以及１２世纪开始的十字军东征,欧洲才恢复元气和生机,开始了向外扩

张的征程,当然,十字军东征也只是在伊斯兰帝国处于退潮期取得了短暂的成

功,这场延续上百年的战争进一步确认了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之间的持久博弈,

同时,欧洲与“西方”这个概念紧紧绑定在一起.“欧洲理念赋予中世纪基督教

世界确切的疆域统一性,使之得以借此与东方抗衡.但这种统一仅仅是依靠

着冲突而建构起来的,它无法成功地调和中世纪西方体系里各个王国间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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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分歧.”①

到公元１１世纪,西欧开始了后帝国空间秩序的构建之路,也就是欧洲国

家体系的构建.布罗代尔认为,欧洲走出帝国周期而进入了一个“经济世界”,

这个后帝国空间的形成应该是在公元１１世纪,而不是公元１６世纪,其标志是

“出现了相当广阔的流通区域,而城市则是流通的工具、转运站和受益者”.②

城市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主体,这些城市可以称为一种国际行为体,或者称

为城邦或者城市共和国.城邦拥有领土空间,占据了河流或者商路的关键节

点,成为贸易和财富的容器.城邦的空间是贸易的网络,是城邦存续的根基.

换句话说,城邦的存在需要在一个宽松的政治权力空间之下,换言之,城邦是

反帝国的.只有在帝国的边缘或者帝国统治比较弱势的时期,城邦才有比较

充分的政治发展空间,依靠商业和市场网络的力量,城邦才能获得或者购买自

治权.领土国家的集权运动兴起之后,城邦赖以存续的政治空间和经济空间

被压缩殆尽,成为主权国家治下的普通城市.意大利城市共和国、汉萨同盟等

构成了欧洲经济世界的城市支点,构建起来一个具有广度的贸易和商业空间,

为欧洲国家的形成提供了资本和财富的空间.

欧洲国家与欧洲国家体系是同时建构的.从公元１２世纪末、１３世纪初,

欧洲的政治组织形态发生了重大的变化,也就是学者们所关注的“财政国家”

的兴起.对英格兰财政署的研究表明,到公元１２００年,英格兰王国已经从严

格依靠领地的财政体制朝着一种更具剥削性和更加一般化的收入增加制度发

展.③ 战争是欧洲国家建构过程中的动力,或者说是一场持久的锦标赛.“战
争、政治革命和金融创新会使部分但不是全部统治者降低其可变成本.那些

能够以低政治成本征集人力、装备的统治者和那些无法以低成本这样做的统

治者之间形成越来越大的差距.只要没有出现霸主,强国就会涌现,相互交

战,进而在发展火药技术中获得领先.”④战争是对一个国家的终极考验,“让战

争降温的不是人们追求和平的呼声,而是在资金断流的时候”.⑤ 历史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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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资金耗竭而终止战争,而是为了赢得战争去努力获取更多的金钱,在战

争以及财政压力之下,欧洲国家结构发生变化,欧洲国家从“领地国家”向“财

政国家”转型.财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国家的治理结构,直接税体系需

要建立在公民“同意”基础之上,也迫使政府朝着“政治问责”迈出一大步.公

共财税意味着公共空间的建立,权力和公共资源需要为纳税人服务,公共权力

超越了封建制度的私人依附关系.财税体系、责任政府的创建为公共信用奠

定了基础,通过举债缓解财政压力变成了通行的做法,而公债体系的建立意味

着现代国家可以跨时空进行资源的整合.财税、公债、议会以及中央银行共同

构成了现代国家的资源汲取体系,为欧洲国家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能量,在后罗

马帝国空间中演化出了不同于帝国的政治经济体系.

三、殖民帝国:帝国与主权国家的嵌套

１５世纪是欧洲国家体系的重大转折点.１４５３年,英法百年战争结束,奥

斯曼帝国攻陷君士坦丁堡.在后罗马帝国空间,欧洲国家体系没有延伸到东

部地区,而走向了海洋,欧洲的重心从地中海转向了大西洋,从陆权转向了海

权.西欧走向了殖民帝国的道路,是主权国家与帝国的嵌套,开启了世界的海

权时代.

“新大陆”为欧洲带来了源源不断的金银,有学者认为,美洲金银这一偶发

性的因素,“是制度变迁和西方世界兴起的随机性初始条件;正是这把钥匙适

时、适度地开启了西欧制度创新的大门,并最终促成了经济绩效”.① 通过美洲

白银,欧洲国家加入到了亚洲的贸易体系,为欧洲的殖民扩张注入了能量.与

此同时,东欧地区进入了帝国重建的时代,奥斯曼帝国扩张到巴尔干半岛,鼎

盛时期的奥斯曼帝国版图囊括了北非、高加索、黑海北岸,成为一个广土众民

的大帝国.奥斯曼帝国的崛起堵死了欧洲体系向东扩张之路.于欧洲国家而

言,向西是开放或者是进攻性的边界,而东方则是防御性边界.处于欧洲心脏

地带的德意志地区与西欧就此“分流”,走上了不同的历史轨道,西欧国家开启

了海外帝国的创建,而德意志地区则只能在帝国夹缝中创建国家.帝国边缘

之地是混杂破碎的,很难创建德意志民族国家.一旦德意志地区创建起强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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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国家,西欧国家及其创建的殖民帝国体系的前提就失去了,德意志地区的分

裂状态是欧洲均势秩序(典型的是维也纳体系的“欧洲协调”)的前提,如美国

前国务卿基辛格在«大外交»中所论述的,三十年战争确立了中欧分裂的状态,

“德国未能成为一个单一国家,内部时有小规模的纷争,便无暇顾及向外发

展”.① 欧洲国家体系创建的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不同的帝国的再构建,一是西

欧的海外殖民帝国,二是东欧地区大陆帝国的重建,奥斯曼帝国以及后来的俄

罗斯帝国就是如此.

欧洲的两种不同类型的帝国,尤其是海外殖民帝国的构建开启了海洋帝

国的时代,形成了不同的帝国统治的逻辑与悖论.德国哲学家卡尔施密特

(CarlSchmitt)认为,海洋帝国的兴起重塑了政治秩序,“从本质上说,前全球时

代的秩序是地域性的,即便它也包含制海(Seeherrschaft)和海上霸权的部分.

当地球第一次被欧洲人以他们的地球意识去理解和丈量的时候,原初的地域

性世界就被这个地理大发现的时代彻底改变了”.② １６世纪,英国人迈出了从

陆地生存向海洋生存的第一步,最终英国成为彻底的海洋国家,虽然地处欧

洲,但却不属于欧洲,而是欧洲国家体系与海外帝国体系的连接点,海洋国家

最大限度地摆脱了旧世界的束缚,也就是欧洲的均势体系,海洋国家没有形成

均势,而是霸权体系.同时,海洋国家是工业化世界的发源地,推动了全球秩

序的大转型.大航海时代改变了欧洲人对地球的认知,“全球”空间的观念出

现,土地的神秘感被新的空间观念取代,与欧洲殖民扩张相并行的是新的国际

法观念的出现,划分出不同的空间,尤其是新世界与旧世界的区分,而所谓的

“自由疆域”就是欧洲殖民列强进行争夺的战场.“通过划定自由疆域,界线这

边欧洲公法管控下的自由与和平的空间获得了释放,不会因为界线那边的情

况而遭到威胁,否则欧洲和平区的稳定也难以维持.换言之,划定争夺新世界

的战场,也有助于对欧洲内部战争的遏制.这就是其国际法上的意义与合法

性所在.”③

欧洲国家的殖民扩张是欧洲国家能量和“罗马帝国情结”在海外的投射,

是帝国时代的重要组成部分,欧洲殖民帝国的扩张为后帝国空间的扩张埋下

了伏笔.诚然,１７世纪是一个全球帝国竞争的时代,欧洲各国纷纷构建海外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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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帝国,而欧亚大陆也出现了强大的陆权帝国,比如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

清帝国和沙俄帝国.殖民帝国具有双重属性,一是欧洲国家及其国家体系,主

权不断下移,人民主权的观念以及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国家的合法性基础和

纽带已经不同于帝国,拿破仑帝国的失败意味着在欧洲不可能创建基于民族

国家基础上的帝国.英国牛津大学非洲经济研究中心主任保罗科利尔

(PaulCollier)认为,欧洲的现代国家历程是由“暴力”推动的,“统治小国家的

掠夺成性的暴君,一步一步地进化成为争取选票而千方百计讨好选民、承诺服

务的现代政治家.沿着这样曲折蜿蜒的小路,现代国家最终演变成向全民提

供公共服务的制度”.① 可以说,欧洲国家体系是反帝国的,战争压力之下欧洲

国家体系积聚了巨大能量投射到了海外,对非欧洲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

段的地区和文化具有相当的优势和攻击性.美国历史学家威廉麦克尼尔

(William H．McNeill)认为,１５００年大西洋沿岸的欧洲人有三项天赋:根深蒂

固的鲁莽好斗的性格;善于运用复杂的军事技术,尤其是在航海方面;能抵御

长期以来在整个旧大陆广为流行的各种瘟疫.② 在“漫长的十九世纪”(１７７６—

１９１４)发生的政治、经济、军事和文化的革命重新塑造了国家社会和国际社会.

这一全球性的大转型塑造了当代国际关系的基本结构,同时,这一转型是不均

衡的,改变了权力的分布,将世界从没有主导中心的多中心世界转向西方主导

的中心—边缘结构的秩序.③ 欧洲国家积聚的巨大能量如同火山一样喷发出

来,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一个不断扩张的体系,美国社会学家沃勒斯坦认为,

“除了一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外,并不存在各种各样的资本主义国家,并且,为

了成为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一部分,就必须加入世界体系的生产网络或商品

交换的链条之中(哪怕是最低限度的),并置身于一个加入国际体系的国家内,

而国际体系则成为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的上层政治建筑”.④ 欧洲殖民帝国

建立了全球性的市场体系,这是广度的一次扩展.殖民帝国的扩张将其他传

统帝国以及尚未进入国家阶段的社会纳入其中.欧洲的殖民帝国在形式上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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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纳入了新的帝国统治之下,但这并不是帝国的周期性轮回,而是走向后帝

国空间的转折点.

帝国是广度对深度的妥协,殖民帝国也是如此.对于没有进入国家政治

的地区,殖民帝国在地图上重新划分了势力范围,“制造”了殖民地,“殖民国家

的领土主权凌驾于部落社会的领土主权之上,部落的地图制作要遵从帝国的

制图学.”①殖民扩张的过程中,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种族主义,而种族主义是

深度认同感的体现,具有强烈的排他性.海外帝国的创建在相当程度上缓解

了欧洲国家体系内部的竞争,过剩人口被转移到殖民地,但到１９世纪末,殖民

帝国的扩张已经结束,技术优势使得欧洲国家统治全球.② 地球的空间终归是

有限度的,１９世纪随着全球空间的封闭,欧洲国家之间的博弈和竞争从海外转

移到欧洲本土.欧洲殖民帝国内在的悖论在于:它是主权国家体系与海外帝

国的嵌套,而欧洲国家体系本身就是后帝国的产物.当海外帝国体系在“广
度”上覆盖了绝大部分的全球陆地表面之后,欧洲国际体系内部的矛盾无法通

过海外扩张转移,如英国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Ferguson)所言,“在整

个２０世纪,英国统治主要的威胁———或者说,最可能成为大英帝国之外的另

一选择———并非殖民地的民族独立运动,而是其他帝国”.③ ２０世纪初,当欧

洲殖民帝国扩张达到最高点之际,海外矛盾与欧洲国家内在矛盾汇合,引发了

终结帝国的帝国大战.

四、“大转型”与全球性后帝国空间的形成

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的转型,其意义不亚于人类进入帝国时代.一旦从

主权国家假定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叙事中跳出来,进入帝国—后帝国的视野,就
会发现１９世纪所具有世界历史转折意义不亚于从采集狩猎走向农业的“定居

革命”,１９世纪的全球现代性的形成在国际秩序上的表征就是全球的再帝国化

(殖民帝国)与去帝国化(传统帝国衰落),最终,世界历史进入后帝国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说,“全球转型是理解现代国际关系的产生和把握当代国际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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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本特征的核心”.① 后帝国空间秩序的形成是现代国际关系学的基础和

前提.

１９世纪人类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转型,１９世纪在国际关系史的分期中应

该获得更加基础和显著的定位.“１９世纪的重大变化一旦被我们所认识,我们

将清楚地发现,我们并非生活在一个由１５００年、１６４８年、１９１９年、１９４５年和

１９８９年的历史结局来定义主要动因的世界中.在现在或未来一段时间里,我

们将生活在一个主要由１９世纪全球转型的后果所定义的世界中.”②在帝国—

后帝国空间的视野中,欧洲国家体系的发展是全球大变革的有机组成部分,而

非国际关系的起点.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转型动力是复杂多样的,但是核心

内容在于帝国的等级性体系难以维系.巴里布赞(BarryBuzan)和英国伦敦

政治经济学院副教授乔治劳森(GeorgeLawson)认为,理性国家、工业革命

和“进步”意识形态是１９世纪全球转型的动力,跨洋运河、铁路、电报造成了互

动能力的革命,空间被压缩,欧洲帝国体系扩张到了全世界,这是“广度”的革

命,包括南极和北极的探险,意味着地球表面已经成为“所知世界”,在形式上

造成了全球空间的“封闭”.广度、密度和深度之间的不均衡发展,是殖民帝国

体系变迁的动力,最终造成了帝国体系的坍塌.

第一,欧洲殖民帝国体系是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殖民地体系的相互嵌套,

形成了以欧洲为核心的等级性的全球国际体系.这一中心—边缘的等级性结

构将空间“时间化”,不同的地区被列入不同的文明发展阶段,罗马帝国时期的

“蛮族论”在１９世纪殖民帝国时期改头换面变成了“文明的标准”.澳大利亚

西悉尼大学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教授布雷特鲍登(BrettBowden)总结说,

“到１９世纪,文明国家应满足以下条件:一是政府的基本机构和公共机构;二

是自卫组织能力;三是制定法典、恪守法制;四是认可国际法和准则,包括关于

战争规范与外交活动的国际法和准则.若一国满足上述条件,则通常被认为

是合法的主权国家,有权作为一个国际人格得到充分认可”.③ 国际法的创设

体现了这种“文明标准”的观念,欧洲国家的交往和互动遵循国际法,欧洲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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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间的战争遵循战争法,而对其他地区的战争则是殖民地战争.工业革命意

味人类秩序的能量来源的变化,依靠化石能源,从而突破了农业经济时代的生

态限制,欧洲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差距拉大,尤其是欧洲国家体系对中国、奥

斯曼帝国等传统帝国形成了“势能”.铁甲舰、马克沁机关枪、奎宁等使战争更

加工业化,工业化帝国对农业帝国形成了“覆盖”.在欧洲国家维持所谓的“百

年和平”期间,殖民战争形成了一场全球性的征服风暴.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

鲍姆(EricHobsbawm)说,“１９世纪最主要的事实之一便是单一全球经济的创

建,这个经济一步步进入世界最偏远角落.藉着贸易、交通,以及货物、金钱和

人口的流动,这个日趋紧密的网络逐渐将已开发国家联系在一起,也将它们与

未开发国家结成一体”.① 通过先进的武器、工业生产的效率,殖民帝国建立了

基于强制、商品等“物”为中介的体系,以区分我者/他者的“文明标准”,将世界

卷入到欧洲为主导的殖民帝国体系之中.比如在东亚地区,欧洲建立了“非正

式帝国”,尤其是在中国不谋求建立固定的殖民地,而是通过通商口岸、特惠制

度,“条约体系从根源上讲是由大不列颠发起的,但是其效应确实全球性的.

根据最惠国待遇原则,所有利益相关者无须太多投入,便可以从英国人的收获

中分一杯羹.”②

第二,殖民帝国体系受到两种不同逻辑的挑战:欧洲内部的国家体系逻辑

与帝国体系逻辑的冲突,这一冲突源于１５世纪欧洲的大分流,欧洲西部进入

了后帝国空间,而在东欧重建了帝国.奥斯曼帝国的衰落,以及意大利、德国

的统一打破了东欧的地缘政治格局.“东方问题”也就是如何处置奥斯曼帝国

的问题,成为欧洲地缘政治面临的一大挑战.１８７８年的柏林会议既是统一后

的德国走上欧洲外交舞台,也是欧洲体系最后一次主宰“东方问题”.巴尔干

地区在１９世纪后期开始创建民族国家,在帝国的边缘地带创建民族国家是非

常困难的,巴尔干这一多个帝国竞逐的破碎地带成为欧洲体系的黑洞.相比

西欧,东欧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的最佳时机,统一后的德国在俾斯麦的掌控下

保持了高度的战略克制,没有大规模海外殖民,其中的政治智慧在于,欧洲国

家体系的维系需要两大前提:英国代表的海洋国家向西扩张;德意志地区的持

续的分裂.德国的统一威胁到了欧洲体系的稳定,同时,德国是在一个帝国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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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完成的国家统一,或者说是以帝国的形式统一了德意志地区.“表面上,新

帝国是一块权力的磐石:快速扩张的工业和庞大的军队让德国成为欧洲大陆

的统治者.但新的权力带来新的矛盾:每座新开的工厂都会增强无产阶级异

议者的力量,工业财富的每一次增长都会削弱老地主贵族精英对国家政府的

控制.磐石上的裂缝越来越宽,裂缝被掩饰和否认,但这导致变化迅猛的社会

与相对僵化的政治秩序产生冲突.”①在俾斯麦执政的晚期,德国就已经开始

了海外扩张,英德之间的海军军备竞赛意味着欧洲国家体系和海外体系都

难以持续下去了.卡尔施密特说,“作为特定空间保护者的诸大国之间的

战争,如果不是发生在一个自由开放空间的内部或周边,则很容易破坏空间

秩序”.②

第三,殖民帝国的等级性结构面临着中心地区的坍塌与边缘的“反叛”,体

系矛盾最终集中于巴尔干半岛,第三次巴尔干战争演变为世界大战.在“文明

标准”的区分之下,非欧洲国家的目标在于加入到这个俱乐部之中,由此带来

的结果就是欧洲国家为中心的等级性的结构中出现裂变,也就是多中心的出

现.１８５６年,克里米亚战争之后的«巴黎条约»在形式上将奥斯曼帝国接纳进

入欧洲的“俱乐部”,但是,对欧洲中心地位构成重大挑战的是日俄战争.日俄

战争之后,日本与欧洲列强互派大使,获得了“文明”的地位.③ 日本在锁国期

间,研究“兰学”的学者本多利明认为,一个面积狭小的海洋国家需与外界通

商.他相信,日本有四大亟需:火药、金属、航运和殖民.没有殖民帝国,一个

国家便无法成就一番伟业.④ 明治维新是日本的国家转型,但是,日本也是在

帝国时代进行国家建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跻身世界列强行列的踏板.甲午

战争打破了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日本成为东亚强国,此后,日本走向帝

国扩张之路.“归还辽东半岛给日本政府和国民带来的深切的挫败感,成为把

甲午战争之后出现的殖民帝国的实体(即所谓‘自在的’殖民帝国)转变为觉醒

的殖民帝国(即所谓的‘自为的’殖民帝国)的内在动机.”⑤１９００年,八国联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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侵华是帝国主义国家最后一次的“集体行动”,在中国东北地区的激烈争夺

引发了日俄战争.“日俄战争是明治体制成立未满４０年的亚洲国家击败欧

洲大国俄国的大事件.这明显表示,只要妥善实行从欧洲诸国学得的改革,

非欧洲国家也可以向欧洲诸国挑战并战胜之.这正是日俄战争所带来的观

念.”①边缘地区或者“文明”之外的国家和民族也可以通过努力实现身份的

转换.

日俄战争加速了东亚地缘政治体系的变迁.一方面,在日俄战争后,日本

成为“东亚强国”,开启了日本在东亚地区的扩张,主导东亚格局的强国从欧洲

国家变成美国和日本;另一方面,东亚体系与欧洲体系之间形成紧密互动,俄
国是跨欧亚大陆的帝国,日俄战争暂时阻挡了俄国在东亚地区的扩张,战争之

后,英日同盟进一步巩固,“鉴于日本与英国在亚洲结下了牢固的同盟,加入英

法协定对于保障俄国的安全显然是合宜的”.② １９０７年,«英俄协定»缔结,在欧

洲体系内部形成了两大同盟体系对立的局面,欧洲体系的核心地带出现了结

构坍塌,从灵活的均势体系变成了僵化的军事集团的博弈.

第四,２０世纪的“新三十年战争”终结了帝国时代.１９世纪与２０世纪之

交的几场战争预示着欧洲可控的战争模式的终结,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争、１８９９
年开始的布尔战争,以及１９０４年的日俄战争打破了欧洲国家战争与殖民地战

争之间的区分,布尔战争是白人之间的战争,美西战争则标志着美国作为世界

强国的登场.卡尔施密特认为这是一场全球空间的革命:“１８９８年的美西战

争对其他国家来说是一个信号,显示美国的外交政策已经转向了一个开放的

帝国主义时代.这次战争没有遵守西半球的传统的大陆概念,而是深入太平

洋地区,甚至进入到老东方区域.过时的门罗主义被朝向亚洲广阔区域的

‘门户开放’的需求所取代.从全球地理的视角来看,这是一个从西方迈向

东方的步骤.从世界史的角度来看,现在美洲大陆与新出现的东亚空间的

关系,就像一百年前老欧洲由于美洲在世界史的崛起而被挤出东半球区域

一样.”③

施密特认为,“由于国际法的失职,欧洲陷入世界大战的泥潭,欧洲大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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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是世界的中心,先前运转良好的战争框架亦土崩瓦解”.① 并不是国际法的

失职造成了两次世界大战,而是帝国体系的失败压垮了国际法所代表的欧洲

规则.殖民帝国所代表的“广度”的扩张遇到了理性国家及“进步的意识形态”

的挑战,理性国家是界线明确的国家形态,国家的合法性建立在公民身份和情

感基础之上.在世界大战中,欧洲殖民帝国的属地或者殖民地被卷入其中,参
战的殖民地军队成为民族主义传播的载体,为了动员殖民地参与残酷的欧洲

大战,欧洲的宗主国向殖民地许下了自治或者独立的承诺,这是帝国边缘地带

走向独立或者自治的重要动力.

世界大战导致的帝国中心的破产是世界向后帝国空间转型的主要动力.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欧地区的帝国崩溃,这一地区已经失去了构建民族国家

的机会窗口,民族主义与种族联系在一起,在帝国的混杂地带,沿着民族的边

界线构建主权国家必然带来族群的冲突.可以说,帝国边缘地带,尤其是多个

帝国边缘地带交叠的地带不可能建立起来基于种族—民族为基础的国家结

构.魏玛共和国的失败,以及“大屠杀”和希特勒的民族帝国的创建,意味着中

欧地区已然是欧洲大陆的地缘政治黑洞.冷战在欧洲的战略含义是以冷战的

“铁幕”冻结了中欧地区在后帝国空间进行国家构建可能产生的烦扰,在中欧

地区建立的国家是被苏联和美国所强加的,是制造出来的国家.而柏林墙则

是一个极端的象征,被分裂的德国成为两个阵营的分界线,也是两个帝国的分

界线,再次印证了德国在欧洲体系中的宿命:统一和强大的德意志国家是欧洲

国家体系的威胁.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不但失去了世界政治的中心地位,

而且成为冷战体系中的附属国家,中东欧在后帝国空间构建新国家的过程被

冷战“冻结”了.冷战结束后,这一地区重新面临着在后帝国空间构建国家的

难题.

五、国家构建路径及类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殖民帝国瓦解,全球进入后帝国空间.英国剑

桥大学社会人类学系教授艾伦麦克法兰(AlanMacfarlane)说,“大英帝国甚

至大体上实现了一个更加惊人的奇迹———将帝国领土归还给各成员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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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而且没有遇到多大阻力”.① 事实上,并非欧洲国家放弃了海外帝国,而是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洲国家已经不再是权力的中心,一些欧洲国家以及欧

洲的秩序是被美苏两大强国赋予的.大英帝国与帝国边缘的经济,尤其是金

融关系的变化,是帝国终结的重要原因,②１９５６年,苏伊士运河危机意味着大

英帝国的金融命脉握在美国手中.民族主义情感与理性国家的结合,改变了

国家的形态,体系内的“深度”得到进一步发展,甚至成为划分边界,尤其是身

份边界最重要的标准.民族主义在帝国的核心地区重塑了国家,裂解了帝国,

“一旦英国人下定决心撤出这些海外国家,他们就一心赶着头班船回到家乡,

而不管他们的前殖民地会出现何种情况”.③ 在后帝国空间重建民族国家秩序

经历了漫长而血腥的战争,一方面,从帝国到民族国家需要将纵向的等级制度

“压平”;另一方面,建国者需要厘清族群与国家的边界,处理内部不同族群之

间的竞争关系,如果新国家被某一族群“绑架”,采取排除异己的措施从而引发

内战.④

冷战期间虽然依然有人将美苏视为两大帝国,但是,两大强国为了争夺后

帝国空间而提供了“解放”为核心的意识形态体系,“第三世界的形成”构成了

冷战的主题.⑤ 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改变了亚洲和非洲,以及拉美在世界的

相对地位,“亚洲和非洲的复兴赋予当代史一种与以前发生的任何事情都截然

不同的性质:帝国的崩溃只是若干主题之一,但是另外的也是更为重要的是亚

洲和非洲人民—以及拉丁美洲人民,尽管较为缓慢但确实也明白无疑———被

提高到世界上一个新的尊严地位”.⑥ 帝国之后,建立一种什么样的秩序以提

升第三世界民族的地位和尊严?

在后罗马帝国空间中,欧洲国家的构建几乎是个“意外”,而殖民帝国崩溃

造成的后帝国空间中,欧洲式主权国家是被强加的,甚至是唯一的选择.“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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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世界包含了比较宽广的国家光谱,有些国家在社会政治上比较稳定,有些在

经济上相对成功.其中的关键点在于,一个国家一旦获得国际承认,不管它的

政府政治和经济的表现如何,都必须得到支撑.”①在后帝国空间之下,所谓的

“新兴国家”是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废墟上完成国家构建的任务.“帝国主义造

就民族主义这一事实,是反映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大多数地区深远之影响的

指示器.帝国主义严重破坏、扭曲甚至毁灭了它所遇到的社会结构,当帝国主

义者最终撤离了这些地区时,传统的社会再也无法恢复,而只好由第三世界的

革命和叛乱来重塑.帝国主义强迫第三世界无可退避地陷入占统治地位的世

界体系.”②从帝国到后帝国空间最大的转折在于深度对广度的胜出,国家不只

是自然地理空间的重构,更建立在强烈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被殖民帝国卷入

其中的地区和人们几乎是一步跨到了主权国家时代,没有来得及学习国家治

理的技艺就被甩入到所谓的现代国际体系之中.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着国家

的移植和构建,部落、教派等认同感成为国家构建可以依靠的资源.“政治现

代化一开始就不是倾向于使原生情感平静而是刺激它们,这一事实使得减少

这种情感对公民秩序的影响越来越困难.”③帝国统治时期的差异性和多样性

并没有随着帝国的解体而被抚平,后帝国空间的性质几乎决定了“新兴国家”

的类型,④由此回到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现代国家从何而来,因何而起,如何

构建? 后帝国空间的全球化是主权国家全球化的原点,而后帝国空间的多样

性又决定了国家构建道路的多元化.“现代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取决

于几十年甚至几百年前所做出的文化革新和政治决定.”⑤

殖民帝国崩解,后帝国空间形成是国家构建的逻辑起点,国家构建所依据

的资源以及发展路径是对国家进行类型学分析历史和理论依据.后罗马帝国

空间中形成了国际体系和国家的相互构建,在一个相对封闭的空间中实现了

国家的演化,可以称为“内源型国家”,内源型国家的演化是时间性的,并不是

外部空间强加的.在欧洲海外帝国的边缘地带,尤其是被欧洲人称为新大陆

的地区,美洲和大洋洲,基本是移植了母国的国家制度,土著文明遭到了肉体

３７

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①

②

③

④

⑤

JamesMayall,NationalismandInternationalSociety,CambridgeUniversityPress,１９９０,p．１２３．
〔美〕约翰伊斯比斯特:«靠不住的诺言:贫穷和第三世界发展的背离»,第１３５页.
〔美〕克利福德格尔茨:«文化的解释»,韩莉译,南京:译林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第３１９页.
刘德斌:«国家类型的划分:拓展国际安全研究的一种思路»,«国际政治研究»２０１２年第１期.
〔英〕彼得图尔钦:«超级社会:一万年来人类的竞争与合作之路»,第２８０—２８１页.



和精神的双重摧毁,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在空间的延展,美国独立战争是第

一波去殖民化的开始,拿破仑战争之后,拉美国家独立,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

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独立建国,从国家类型来说,它们依然是内源型国家.

沃勒斯坦认为,“经过５０年,白人移民缓慢地在整个西半球建成了作为世界体

系成员的一系列国家.它们无一例外,以这种或那种形式受到新霸权国家政

治与经济庇护,尽管美国努力扮演一个帮手角色,因而成为英国潜在和最终的

对手”.① 这些国家是内源型国家的移植,宗主国的国家模式的影响巨大,北美

与拉美之间的区别,其制度根源与英国和西班牙、葡萄牙息息相关.在北美地

区,英国的政策是“有益的忽视”,②使得北美地区拥有了比英格兰、苏格兰更大

的自由空间.在拉美地区,“西班牙和葡萄牙把自己的专制主义和重商主义制

度带到新大陆,以应对在当地找到的经济机会.他们在这样做时,不仅复制了

伊比利亚半岛的阶级结构,还复制了其独特的政治体制,其中的威权国家遭受

地方精英的部分攫取,以致无法对精英行使支配”.③ 澳大利亚的国家构建之

路更具有典型性,几乎是被迫完成了国家的构建,“英国白人殖民者并没有在

澳大利亚创造出一个有文字的、从事粮食生产的工业民主.他们不过是把所

有这些成分从澳大利亚以外的地方引进罢了”.④ 在相当长时间里,澳大利亚

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的子民,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澳大利亚军团参加了残酷

的加里波利战役,在这场战役中,澳大利亚军团损失惨重,但是进一步确认了

作为大英帝国一员的身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直到英国申请加入欧洲经济

共同体,澳大利亚人才感到被抛弃,开始走向了澳大利亚国家身份的道路.加

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医学院教授贾雷德戴蒙德(JaredDiamond)认为,

“澳大利亚人将自己视为大英帝国子民的传统概念有两个现实基础:一是其人

口的血统来源,二是英国带来的贸易和提供的军事保障”.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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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民帝国退潮之后,后帝国空间开始了国家构建的历程.这些地区在后

帝国空间构建的国家可以界定为“外源型国家”,现代国家并不是从这些地区

内生出来的,相反,是外部强加的,国家的区分表现在空间的断裂,比如,以“非

西方国家”来区分国家类型,“东方主义”理念就是这种国家演化在空间的呈

现.外源型国家的构建取决于已有的国家制度的资源、殖民遗产以及国际体

系施加的影响.“国家建构是一个世代工程,因为促使其成功的便利条件需要

时间才能出现:能够提供公共物品的国家、建立跨族群界线联盟的组织性基础

设施和整合的沟通空间.”①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Fukuyama)认为,“强而

有力的国家和民主之间还有另外的潜在冲突.国家建设最终还得依赖于民族

建设,换句话说,需要创立普遍的民族认同,作为忠诚的对象,以超越个人对家

庭、部落、地区和族裔的附属”.② 进入２１世纪以来,对国家构建和国家治理的

关注是反思国际关系研究的起点,以国家为单位的体系正在形成和演化之中.

与欧洲国家和国际体系同步产生、相互构建不同的是,不是国家构成了体系,

而是体系制造出一个国家的世界.“从法律意义上来讲,一个国家(state)只需

要获得其他国家的承认就算成立.最底层１０亿人的国家就是这么产生的.

但是因为它们还没有被塑造成为民族国家(nation),所以这些国家的公共品才

会严重缺位.”③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尤其是在美苏争夺第三世界的背景

下,国家的建立获得了宽松的国际环境,世界秩序经历着从帝国到“民族国家”

的转型,④国家治理及国家类型是国际关系研究的出发点,关于国家类型也有

不同的区分,比如“自然国家”与“权利开放秩序”的区别;“包容性增长”与“汲

取性增长”等等,对成功国家的基本共识是:“民主、公民身份和民族自决成为

民族国家世界秩序的不可分的三位一体.”⑤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才能通往成

功的国家秩序.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安德烈亚斯威默(AndreasWimmer)认

为,福山关于政治秩序的论述没有提供太多的因果论证,但是像食谱书一样提

出了建议,要有一个成功的社会,你需要有 X、Y和Z等成分,但是没有分析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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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历史这位主厨”会将某些成分放在这个社会的锅里,而将其他成分放入

另一个锅中.①

从后帝国空间的逻辑出发,外源型国家的类型与帝国时代的政治组织形

态息息相关,既有的国家体系是外源型国家的前提和背景.笔者将外源型国

家分为:体系制造国家(madebyIS)、体系塑造国家(shapedbyIS)、体系影响

国家(influencedbyIS).从帝国向后帝国的转型过程中,欧洲殖民帝国和古老

帝国之间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从而形成了多重帝国的边缘地带,这是后帝国空

间中国家构建的基础和起点,也决定了不同国家的类型.

在原有的帝国权力中心或者具有比较稳定的国家制度的地区,欧洲帝国

没有能力,也没有意愿完全殖民,工业革命赋予了欧洲殖民帝国暂时的军事和

经济实力,但是不足以征服这些古老的帝国,与这些古老帝国形成了比较激烈

的对抗,集中表现在不同帝国体系(文明标准、礼仪)的碰撞与竞争.欧洲国家

凭借现代国际体系的压力,迫使这些古老帝国被动转型,接受了现代国际体系

的理念和制度架构,这种转型国家可以称为体系影响国家.体系影响国家在

生存压力之下,学习和模仿了欧洲国家的治理技术,在比较短的时间中构建起

了“军事—财政国家”,②完成了从帝国到现代国家的历史性转型.随着现代化

的进展,实力差距的缩小,体系影响国家面临着“复兴”的历史使命.从国家构

建的资源来说,这些国家在欧洲殖民帝国势力的潮水退下之后,与自己的历史

文化传统、辉煌的历史和解与对接,也可以说是再构建国家,③不仅要与国际体

系协同演化,还要实现当下国际体系与自己的文明历史的链接,确立更加稳固

和具有内生性的国家身份和战略定位.在１７—１８世纪欧亚大陆的帝国基本

属于“体系影响国家”,清帝国、奥斯曼帝国、俄罗斯帝国、波斯帝国等等,帝国

的中心地带形成了稳定制度,经历了“剥洋葱”一样的痛苦转型,经民族构建的

淬炼,形成了比较稳定的民族国家的治理体系.“从正式意义上说,国家代表

着一种对帝国处境的逃避.然而,没有几个国家能甩掉帝国的一些特征;由于

结构之缘故,国家与帝国之间常常具有连续性,要么是它们的先辈,要么是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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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的遗产.”①从国家构建的角度而言,悠久的帝国历史和传统是“体系影响国

家”实现国家转型与重构的资源,更是构建国家身份的精神资源,深植于本国

悠久传统,才能夯实“复兴”的根基、理清国家发展的目标.

清帝国和奥斯曼帝国是“体系影响国家”的典型,奥斯曼帝国在１９世纪中

后期经历了从帝国向民族国家的转型,“青年土耳其党”的诉求是建立一个民

族国家而不是捍卫奥斯曼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帝国瓦解,凯末尔

成功地创建了一个土耳其民族国家,当然,这个过程经历了血腥的战争,迫使

国际体系承认了土耳其的合法地位.中国在１９世纪末面临亡国危机,尤其是

八国联军侵华,代表着一个殖民帝国体系对古老帝国的最后一次集体攻击,也

是对中国的最后一次殖民地战争,反过来看,中国是欧洲殖民帝国的极限.在

２０世纪上半期,中国从帝国向现代主权国家转型,１９４９年毛泽东宣告中国人

民站起来了.“体系影响国家”是从帝国中心转型而来,本质来说是帝国的再

造和重塑,对国家、民族的认同“深度”的诉求压倒了帝国多样性的“广度”,

在帝国模糊的边疆上划出清晰的民族国家边界是非常困难的,大陆帝国尤

其如此.俄罗斯的“后帝国空间”至今依然是未完成的工程.错过国家构建

机会窗口的中东欧的奥地利、德国虽然深度卷入到欧洲国际体系之中,在第

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从帝国转向民族国家,归类于“体系影响国家”也是合

理的.

帝国存在中心和边缘的分野,但彼此界线是模糊的,也是相互转化的.帝

国边缘地带是开放的、流动的,虽然没有形成稳定的政治制度,但形成了具有

自治能力的团体.工业革命、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等现代性“权力装

置”催化了帝国边疆的裂变.民族、民族主义与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复杂的,尤

其是在帝国边缘地带是混杂状态,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创建国家的诉求,而民族

主义的精神和思想资源需要重新挖掘.在巴尔干、中东、北非以及中南半岛等

地区,这些地区还没有形成稳固的国家制度,当地人口和文明依然存在,这些

后帝国空间被强加了现代国家的制度,尤其是去殖民地化的过程中,已经衰落

的帝国抛弃了边缘地带,在权力的真空中被强加了现代国家,赋予了法理主

权,国家的边界都是从殖民帝国的地图上遗留下来的.殖民遗产塑造了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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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笔者将这些国家称为“体系塑造国家”,脆弱的国家传统、强势社会势力

以及国际体系的压力迫使“体系塑造国家”调和各种力量的关系,梳理和确立

国家发展目标,积累国家认同.体系塑造国家构建的成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

于国家创建者能否建立起来基本的国家认同框架,能否提升公共产品供应能

力,将体系赋予的法理主权变成实质主权.从国家构建的历程来说,体系塑造国

家还处于国家构建的早期,华盛顿大学杰克逊国际关系学院教授乔尔S．米格

代尔(JoelS．Migdal)认为,第三世界许多国家还处于“婴儿期”.①

外源型国家中还有一些国家是被国际体系“制造”出来的.在非洲大陆及

一些大洋中的岛屿,长久以来并没有建立起等级性的政治秩序,处于隔绝状

态,在欧洲殖民帝国的全球扩张过程中被瓜分,并被纳入到殖民帝国体系之

中.与早期欧洲殖民的“新大陆”不同,这些地区的土著民并没有如同“新大

陆”一样被消灭,在殖民者帝国瓦解之后,这些地区被赋予了国家的外形.科

利尔所论述的“底层的１０亿人”所生活的国家基本属于体系制造国家,这些

国家既太大,又太小,“国家太大,大到太多元分歧太大,以至于无法协作生

产公共物品;国家太小,小到无法享受国家安全这一关键公共物品的规模经

济效应.”②如果体系塑造国家还处于国家构建的“婴儿期”的话,那体系制造

的国家尚未踏上国家构建的征途,以选举方式进行国家构建的道路被证明

是死胡同,造成更大的分裂,更残忍的暴力.国际体系不能只提供法理主权

的外壳就置之不理了,还需要进行适度和可持续的援助,缩短体系制造国家

的国家构建的“漫漫征途”.除此之外,还有如同以色列这样的特例,一个流

散千年的民族在一块“飞地”上创建了一个国家.从国家自身治理而言,以

色列是成功的,但是,以色列在“飞地”上构建的国家却难以融入区域秩序

之中.

结　　语

人类进入帝国时代是政治秩序的一次“巨变”,扩大了人类认识世界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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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构建了具有“自足性”的世界秩序.人类几千年的政治史是帝国的历史.

从帝国向后帝国空间的转型始于后罗马帝国空间的形成,这是帝国周期性循

环的“意外”,经历了大约五百年,在后罗马帝国空间形成了欧洲国家体系.大

航海时代构建了海权体系,欧洲国家在创建海外殖民帝国的过程中打断了其

他地区的帝国循环历史.在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殖民帝国灰飞烟灭,而欧洲国

家甚至“扬弃”了民族国家和主权,走上了超主权的“欧洲联合”之路.后帝国

空间的形成是人类政治秩序的另一次革命,帝国所内含的“广度”的拓展已经

结束,地球表面已经被纳入人类政治秩序,后帝国空间转向了密度和深度,尤

其是基于身份构建和确认的“深度”,人类政治组织形态越来越体现出:互动决

定边界,边界确定组织这样的规律和逻辑,交通、通讯革命实现了时空压缩,同

时又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身份和认同危机.

国际关系经历着新的大变局,以国家为假定研究对象的国际关系学面临

着双重挑战:在一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太短,难以形成完整的历史叙事,难免一

叶障目;在另一些地区,国家的历史很久远,以后罗马帝国空间形成的欧洲国

家框架难以容纳,难以建立连续的历史叙事,颇有削足适履之嫌.国家的规模

太大,难以关照到部落、家族、教派的存在;国家的规模太小,难以跨越宗教、帝

国的边界.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认为源自于欧洲的均势秩序已经全球

化了,但是卡尔施米特认为,“在１８、１９世纪表现出来的欧洲的均衡系统,无

法简单地移植到世界均衡中去”.①

国际关系研究不仅要将１９世纪全球大转型带来的全球现代性作为研究

的起点,也要将帝国时代纳入其中,由此构建一个帝国—后帝国的世界历史叙

事,使国际关系研究聚焦于人类政治秩序的变迁,从而成为各个学科可以互动

交流的知识场域.国际秩序的变迁动力不只是来自于国家的野心或者报复,

也来自于气候、病菌、能源等因素,国际关系研究既要关注技术创新带来的“创

造性破坏”,也要关注久远历史形成的基本历史结构.后帝国空间中的秩序还

在演化之中,当下世界无法重建帝国时期的等级性结构,但是应该接受多样性

和多元存在;无法在帝国的斑驳地表上建立界线分明的民族国家,因为民族是

不断流变的想象共同体,但要面对时空压缩之下的身份认同的群体焦虑.当

９７

后帝国空间与国家构建:反思现代国际关系的原点与限度

① 〔德〕卡尔施密特:«大地的法»,第２１８页.



下国际关系是时空压缩下的“层积”颠倒与叠加,前葡萄牙外交欧洲事务部部

长布鲁诺玛萨艾斯认为,“在这个正在发生改变的世界,它必须去面对一些

竞争对手,这些竞争对手与它处于同一历史发展水平,但是他们的价值观与欧

洲的截然不同.这在现代历史上是第一次”.① 后帝国空间中的时间是共时性

的,不同国家、地区被卷入到同样的时间隧道之中,时间和空间的等级性被消

解了,但又难以构建新的时间秩序.

面对当下的世界,不仅欧洲人不适应,所有的人都需要面对和反思国际关

系的原点和前景,以历史的透镜回望人类政治秩序的演化,对身处其中的时代

进行再定位,赋予基于欧洲历史经验的国际关系研究以更广泛和普遍的时空

含义.超越西方或者欧洲中心论并不是否认西方或者欧洲的短暂的优势,而

是将欧洲置于世界历史变迁之中,不放大欧洲的角色,相比于相对一万年的政

治秩序演变历史中,这只是一瞬间;也不贬低欧洲,需要承认欧洲国家打破了

帝国的循环论,推动世界进入后帝国空间.源自于后罗马帝国空间的欧洲国

家的经验是否能契合于后帝国空间多元复杂的现实? 只有将帝国—后帝国的

“地方性知识”纳入到国际关系史的叙事框架之中,才能打破东方与西方之间

的分野,超越西方中心论的狭隘与束缚,真正建立起具有普遍性的全球国际关

系的知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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